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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视角下比利时的宗教教育治理
———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区域差异

涂 东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宗教教育是宗教治理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比利时的宗教教育很好地诠释了宗教和世俗两
大势力的博弈，双方都力争通过政治手段获得对学校宗教教育更多的控制权。研究表明，比利时宗教和
世俗两派在宗教教育上的争论呈现出荷语弗拉芒区天主教势力相对强大和法语瓦隆区世俗主义盛行的

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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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国土面积虽小，但以文化、宗教和政治方面具备的复杂性而著称。具体到宗教治理方面，其国内的政教
关系颇具代表性，宗教多样性、宗教与世俗化之争也是欧洲的完美样板之一。除此之外，历史原因导致比利时宗教
与世俗力量的角力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表现为荷语弗拉芒区宗教势力强大和法语瓦隆区世俗主义思想深厚的

特点。双方自比利时建国之初就试图通过政治手段控制学校宗教教育。

一、宗教治理及其研究方法
宗教治理研究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宗教治理的含义和内容、研究政教关系的方法。传统的宗教社会学［1］长期忽

略宗教(多样性)治理这一议题，不适合用来讨论当前宗教多样性治理领域发生的制度变化
［2］。在谈论宗教治理时，

有必要对结构性模式、治理机制和管理机制三个概念进行比较说明。结构性模式是指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法
律、宗教等在内的各领域间的互动，也就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民族、国家和(有组织)宗教间的关系。对社会—宗
教模式的研究需要对市场、网络、组织、社群、私人和公共等级制度间的各种行动协调机制进行分析［3］(49 ～50)。治理的
范围相对要窄，只包括那些能够产生调控力量的行动协调机制，比如市场作为一种机制，虽然能协调一些行动，但都

是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完成的，并不具备调控能力，因此不是一种治理类型［3］(50)。管理的视角比治理还要狭窄，它
将国家看作唯一的主体，只关注通过公共等级制度、法律和类似规章等产生的行动协调，而治理选取调控的角度包括
更多的主体和协调模式。但并非所有的协调都属于治理，只有广泛意义上通过政策实现的协调才属于治理。宗教治
理过程中，政府机构、宗教等社会组织和机构均有机会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4］。因此，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宗教
在治理模式下都有机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传统意义上严格的政教分离已不存在)

［5］。简单说来，宗教治理研究主要
包括三点内容:不同宗教间的自由竞争、各个宗教内部的治理、宗教多样性的外部治理。外部治理主要通过政府或公
共等级制度实现，探讨从地方到超国家等不同层次的政治体、立法和政府等部门通过法律或类似条例对宗教做了什
么。与传统的宗教管理相比，治理的切入点避免了“要么国家，要么市场”的二元对立模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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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主要使用集中和分散两种方法来研究不同的宗教—政体国家模式。集中研究法通过分析各国的宪
法和法律文本，从中总结出一些基本的制度模式。分散研究法主张研究内容的多领域和多层次，研究内容包括:通过
讨论不同政策领域、政府部门、各个政府机构层次、法规维度和目标、宗教表现形式，以此区分政体与宗教间的互动方
式
［6］。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要回答“各个层次的政府机构在事实上和法制上对宗教做了什么”这样的问题，分散法
能提供更细致的说明和描述

［6］。维伊特·巴德认为，分散方法因其多层次、多领域的共时比较分析和历时变化描述，
能够对案例进行丰富描述，因此能够对“为什么在此处而非彼处发生”“为何此时而非彼时”等提供解释性答案［4］，但
与此同时，该方法容易陷入过度深描的泥潭。相比之下，在探讨不同的国家模式时，集中方法在国家间比较与解释性
方面更胜一筹

［6］，它能够对宗教治理策略进行概念化，进而总结出不同的国家模式。

二、比利时宗教治理的宪法和法律制度框架
欧洲的政教关系一直受到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如宗教改革、民族国家建立、工业革命等。自 19、20 世纪基督

教和现代性的争论后，欧洲各国的政教关系趋于稳定，普遍实行宗教自由平等、宗教群体自治与合作等政策［7］(6)。
不过，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大量移民进入欧洲的新宗教(如伊斯兰教)正在打破这一平衡局面。比利时的政教关
系大致遵循欧洲总体历史轨迹，但特殊的历史也赋予其国内宗教与世俗化争论些许本国特色，表现为荷语弗拉芒

区罗马天主教会势力强大和法语瓦隆区世俗主义盛行的区别
［8］。下文将使用集中方法，通过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比

利时政教关系模式及宗教治理的制度框架。
欧洲各国宪法对宗教地位的规定存在一定差异。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模式:拥有一个国家教会、严格的政教

分离、政府和(有组织)宗教间选择性 /紧密合作［9］(19 ～ 20)，这三种模式也被称为单个国家教会模式、分离模式和协约
模式。其中，单个国家教会模式的代表国家有挪威、丹麦和英国;分离模式有法国、爱尔兰、比利时和荷兰;协约模
式有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10］(6)。所有欧洲国家都给宗教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支持，前者包括免税、普通的补
贴或抵用券;后者表现为给神职人员发放薪水或通过特别宗教补助和现代版“教堂税”负担其他开支［11］。
比利时政教分离的具体表现是宪法没有确立国教，教会和国家各自独立

［12］(289 ～ 318)。比利时最早关于政教关
系的规定见于 1831 年宪法确立的原则。2014 年最新修订的宪法中，第 19 ～ 21 条规定:

第 19 条 法律保证信仰自由、公开表达信仰的自由和以任何方式公开表达个人意见，除非在行使自
由时触犯法律，导致犯罪。
第 20 条 任何人不能以任何方式被强迫参加宗教活动和仪式，或庆祝安息日。
第 21 条 国家没有权力干涉任何种类宗教牧师的任命; 没有权力阻止牧师跟其上级通信和公开发

表文件，但这些文件必须承担出版发行相关的普通法律责任。除了有法律特殊规定之外，世俗婚礼都先
于宗教婚礼举行。
事实上，鉴于天主教和自由派均在 1830 年比利时从荷兰赢得独立的斗争中有贡献，比利时宪法关于宗教的条

款是当时双方妥协的产物
［13］(39 ～ 58)。除上述条款外，宪法关于宗教条例的特殊之处在于，国家财政预算支付神职人

员的薪水，国家对获得官方认可的宗教从业人员提供直接财政支持。政府从 1993 年起也给非教派哲学思想(世俗
人文主义)提供财政资助

［13］(39 ～ 58)。比利时给宗教财政支持的做法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共和派没收了天主
教会财产，国家给天主教牧师发放薪水作为补偿。1815 ～ 1830 年荷兰统治期间，比利时的新教也被赋予相同权
利
［14］(113 ～ 128)。1831 年，这一惯例在宪法中确立下来。比利时有数个获得官方认可的宗教享受政府财政支持。19
世纪，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和政府财政支持是基于彼时罗马天主教作为统治地位的宗教与少数宗教并存

这一局面。20 世纪后半期，伊斯兰教的官方“认可”打破了这一稳定局面。与很多西欧国家类似，比利时的宗教信
仰经历了传统宗教势力下降和新宗教势力增长。首先，因为自由派①对天主教会的持续挑战和随着社会变迁信教
人数日益减少，比利时罗马天主教势力持续减弱。其次，源于二战后的移民史，比利时经历了希腊东正教和伊斯兰
教等新宗教势力的增长。二战结束后，由于劳工短缺，比利时引入了第一波来自地中海地区的西班牙、意大利、希
腊和葡萄牙裔工人。为了满足新来劳工群体的精神需求，1952 年 7 月的一则皇家法令规定，指派专职牧师为外来
劳工提供宗教方面的协助

［14］(113 ～ 128)。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主要来自摩洛哥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构成了第二波
外籍劳工的主力军，伊斯兰教迅速成为比利时第二大宗教。比利时政府没有给这批穆斯林移民提供专门的宗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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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利时立国之初，天主教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势力，与很多吸收法国大革命思想和注重自由思想的精英们分歧颇多。自由
派坚持比利时实行议会制度(如政府的部长向选举的议会负责)、宗教自由和教育自由;天主教力主宗教的重要地位和权
力，如保留任命神职人员的权力和获得国家财政支持。关于两者之间的斗争，后文有详细论述。



务，但依然遵从宪法规定给予财政支持，且于 1974 年正式赋予伊斯兰教官方认可地位［14］(113 ～ 128)。美国国务院发布
的《2015 比利时国际宗教信仰自由报告》显示，目前获得比利时官方认可的宗教有天主教、英国国教、新教、东正
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世俗人文主义(也称第七种被认可的“宗教”)①。一份由博杜安国王基金会 2011 年公开的
报告称，比利时境内各种信教人数比例分别为:罗马天主教 50%、无宗教信仰 32%、无神论者 9%、穆斯林 5%、非天
主教基督教 2． 5%、犹太教 0． 4%和佛教 0． 3%［15］。

三、比利时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区域差异
(一)政党政治

比利时国内宗教和世俗力量的斗争持续不断，主要涉及罗马天主教会和自由主义。因历史原因，双方的争论
呈现出区域性特点，即弗拉芒区罗马天主教会和瓦隆区世俗性的区别。
比利时的独立归功于罗马天主教会和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奋斗，因此，双方才得以把主张写进宪法，如自由派坚持

的议会制度、宗教和教育自由，天主教力主保留任命神职人员的权力和国家财政支持。1830 年独立后的近 20 年，双
方基本相安无事。此后，随着双方日趋两极化，关系出现变化。比利时公法中对教会地位规定和保护的条款对此有
所体现:自由派政府数次投票削减天主教神职人员薪水，力主引入立法来增加国家对教会财政收益和活动的控制

权
［14］(113 ～128)。1840年之前，比利时政府部长来自天主教和自由派两个阵营，但在此之后，两者轮流主政，分野明显。
自由派在 1846年成立了比利时历史上首个政党———自由党。天主教派随后在 1884 年创建了名为“联邦天主教协会
和保守联盟”的政党。两者对峙的局面持续到 1894 年比利时工人党(成立于 1885 年)进入议会，才告一段
落
［16］(26 ～27)。1886年的议会选举中，自由党在北方弗拉芒区颗粒无收，该地区所有议会席位由天主教政党夺得，工人
党通过南部瓦隆区的选票，才赢得议会 152个席位中的 28 个。这场选举不仅意味着天主教势力的大获全胜，也标志
着南北地区的政治差异从此显现。在宗教方面，天主教势力在北方相对强大，在南方则弱势，如今这种差别主要体现
在弗拉芒区和瓦隆区天主教政党和世俗性政党力量的差异。

1993 年，比利时宪法改革，正式实行联邦制;1995 年，弗拉芒区、瓦隆区和布鲁塞尔三个大区各自选举出地方
议会，同时，基督教民主党(前身为天主教政党)、自由党和社会党(前身为工人党)三大传统政党各自一分为二:弗
拉芒语(荷兰语)和法语政党。比利时全国性政党自此退出舞台，代之以语言为界限的政党在各自语言区域内角
逐。近二三十年来，新型政党的兴起对这些传统型政党提出挑战，但这些传统型政党总体上仍然保有一定势力。
其中，荷语区的基督教民主党家族的党派势力相对于法语区要强大一些，自由党和社会党家族的党派在法语区则

更胜一筹。比利时近三届联邦议会选举结果显示，荷语区得票数居前列的政党要么是弗拉芒区域性政党，要么是
拥有宗教背景的基督教民主党，法语区皆是社会党或自由党，相比之下，法语区的基督教民主党势力比较微弱。
(二)学校宗教教育

在比利时，具有宗教背景的政党和世俗政党展开竞争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政治手段加强对宗教教育的控制。
立国之初，教会已掌管着鲁汶地区的一所天主教大学，即如今的鲁汶大学。作为反击，世俗自由派于 1834 年创建
了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LB)②。双方就如何组织中小学教育存在更大分歧:教会觉得自己权力受限，自由主义则
意图获得更多控制权，将学校系统管理集中到世俗公共权力手中

［16］(24)。为此，比利时曾发生数次“学校战争”。
双方首次“学校战争”爆发于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1840 ～ 1894 年间，天主教派和自由派轮流执政。几届天主

教政府之后，1878 年，自由派一上台就着手初级学校教育改革。双方就初级教育的主要分歧是教育自由和国家是
否自己办学。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的职责不仅要为天主教学校教育提供补充，而且应该建立自己的学校系统，取
消宗教教育作为必修课程的地位。1879 年通过的一项新法规定，每个市镇必须建立一所公立学校，市镇政府停止
向天主教学校提供资助，撤销所有宗教课程。作为反击，教会立即进行全国动员，停止向所有公立学校的教职人员
开放圣餐礼，同时在每个教区设立一所天主教学校。结果，弗拉芒区的公立学校全部被废弃，南方的公立学校得以
存续。第一次“学校战争”以天主教胜利告终［16］(27)。
第二次“学校战争”发生于 1950 ～ 1959 年。1950 年选举后，拥有深厚天主教背景的联合政府开始执政。时任

教育部长通过系列法案增加私立学校(主要是天主教学校)教职人员的待遇，将政府补贴数额与登记在册的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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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比利时立国之初首获认可的宗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英国国教、伊斯兰教和东正教获得认可的时间分别为 1835
年、1974 年和 1985 年;哲学世界观(世俗人文主义)于 1994 年获得认可。
大学全称是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这里的“自由”是针对于宗教而言的，指在自由大学里面不开展宗教课程。1970
年，ULB分裂为两个大学: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LB)和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



量挂钩。在自由派看来，这无疑是在宣布另一场“学校战争”。1954 选举后，自由派教育部长一上任就废弃了前任
推行的改革，不仅建立大量的公立世俗学校，而且规定只有持文凭的人员才能胜任教职，这直接导致大量不合格的

牧师离开教师岗位。天主教会对此表示强烈抗议。最终，随着 1958 年学校法案①的签署，双方的争论告一段落。
自此，教会和自由派关于学校管理和宗教教育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冲突。比利时的初中级教育模式和学校宗教教
育管理也开始变得稳定。
首先，比利时最新联邦宪法第 24 条关于宗教教育的条例如下:

1 各区应提供中立的教育。中立是指尊重父母和学生的哲学、意识形态或宗教观念。公法法人管
理的学校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应给学生提供获官方认可的所有宗教的教育和非宗教道德教育的选择。

3 所有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有权获得各区提供的道德教育或宗教教育。
其次，比利时教育管理权限已下放到三个语言大区政府

［8］，各区有专门管理教育的部门和教育部长，实施不同

的教育政策。即便如此，三大区的教育制度和学校管理仍存在诸多共同的制度和模式，本文关注的正是如此。比
利时的学校除了使用“宗教教育”这个词，“世界观课程”一词也用来指包括获得官方认可的六大宗教和世俗人文
主义课程等在内的哲学课程。
比利时目前的初级、中级学校系统较复杂。笔者认为，比利时的初级、中级学校可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类，但这

里的公立和私立并非中文意义上的公立和私立。实际上，比利时的所有学校都获得政府公共财政支持。公立是指
由公法法人(public law legal person)组织和管理的学校;私立是指由私法法人(private-law legal person)提供的教育。
公立学校可以细分为两类:一是由以语言为界限划分的三个区政府负责管理的学校，即区域学校(Community Edu-
cation /School);二是由区以下的省、市、镇行政区等公共法人主办的学校，即公立资助学校(Subsidized Official Edu-
cation)。这两类公立学校按照规定和学生的要求都必须提供获得官方认可的七种世界观中的一种或全部课程。
私立学校的教育也称自由教育，“自由”一词用来表达与政府公共部门和机构组织的教育相对的意思，与文章之前
提到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中的“自由”稍有不同。与公立学校类似，私立学校也可分为两类:一是教派学校(Confes-
sional School或 Denominational School)，如大量天主教学校以及少量清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学校，顾名思义，此类
学校只提供教派所属宗教的一种宗教课程;二是非教派学校，此类学校反对任何宗教课程，但提供官方认定的世俗

人文主义课程。
表 1:弗拉芒区和瓦隆区中小学生选择宗教课程种类的比例

弗拉芒区 小学 中学( 公立与私立总和) 瓦隆区 公立小学 中学

82%天主教课程
0． 3%新教课程
0． 2%犹太教课程
5%伊斯兰教课程
13%人文主义课程

52． 8%天主教课程 64． 2%人文主义课程

37． 3%人文主义课程 26． 4%天主教课程

8%伊斯兰教课程 7． 8%伊斯兰教课程

弗拉芒区天主教势力和瓦隆区世俗势力差异的特点再次表现在学校的类型和在校学生数量上面。弗拉芒区
大多数中小学生选择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学校。如 2010 年的数据显示，63%的小学生和 75． 5%的中学生注册私立
学校(大部分为天主教教派学校)

［17］。法语区 50%的学生选择私立天主教学校，36． 3%的学生进入公立学校，剩下
14． 7%的学生则选择区域学校［18］(43 ～ 63)。然而，仅看学校人数比例尚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因为进入区域学校或公立
学校的学生有权选择多达 7 种的世界观课程。因此，表 1 所列数据更能说明问题［18］(43 ～ 63)。

四、结 语
宗教和世俗力量的斗争在比利时历史上异常激烈，最终导致荷语弗拉芒区天主教势力相对强大和法语瓦隆区

世俗主义根基深厚的区域差异。具体到宗教教育，宗教和世俗双方皆试图通过政治手段争夺学校宗教教育控制
权，其痕迹仍能从比利时当下政党政治和学校系统及宗教教育组织中窥见一斑。历经两次大型“学校战争”之后，
教会和世俗势力再次发生更大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这种平衡局面能够维持下去，那么不难预测:随着比利时
社会的发展，世俗化将会进一步深入，学校宗教教育改革会持续推进。然而，比利时宗教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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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校法案是由当时三大主要政党，即自由党、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协商达成。该法案规定，天主教神职人员不得再干
预由市镇政府掌管的公立学校的宗教课程教学。另外，该法案还对父母为孩子选择学校的自由、国家公立学校宗教课教
学总时间和宗教课及其他世界观课程的师资认证等做了规定。



单是传统宗教势力减弱，还出现了新宗教势力上升等现象，这些都为比利时宗教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欧洲
第一个给予伊斯兰教官方地位的国家，比利时从人口比例上来说，又是遭受伊斯兰极端化思想侵蚀最严重的国家，

与法国、荷兰等国一样，都面临伊斯兰教治理的困境［19］。如何调整宗教治理策略来应对上述新兴挑战，是研究比
利时宗教治理的后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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